
2020 年第 5 期

出口集聚、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与企业出口扩展

郭 琪， 周 沂， 贺灿飞

[摘要] 目前集聚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中， 集聚多是基于地理距离来刻
画。本文试图将产品间的认知距离引入集聚的测度中，研究不同类型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
边际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发现，出口集聚效应和
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分别是企业出口多元化的外源动力和企业条件。具体来说，引入认知距
离后，可以更好地区分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来源：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均有利
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而不相关产品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则表现为竞争效应。进一
步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在集聚的过程中“搭便车”，集聚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
度因企业储备的相关生产能力而异。在影响机制上，出口集聚效应通过专业劳动力共享和
中间投入品共享等供给侧渠道以及目的国市场信息共享和已有出口经验等需求侧渠道来
降低企业出口扩展的难度和风险。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打造技术关联
紧密、上下游产业相互依托、有核心竞争力的空间集聚形态，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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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规模快速增长，出口产品种类大幅增加，出口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贸易不确定性加大的挑战。从国际视角看，出口多样
化不仅能够降低国际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而且有利于推动产品与技术的转型升级，是中国调整出
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的重要突破口。 更有研究发现，企业内扩展边际是出口快速增长的
主导力量，中国出口增长中大约 44%来自企业内产品范围的调整（钱学锋等，2013）。 为了鼓励中国
出口企业不断创新发展，国务院先后多次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扩大出口产品范围，以培育新的
竞争优势，推动外贸商品结构调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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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设立各级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够享受税费优惠，更能够享受出口集聚效应。那么，集聚效
应是否真的能有效提升出口企业扩展边际？ 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新时期政府政策实施的方向和
效率。

集聚效应在学术界一直被广泛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结论（Koenig，2009）。 当不同企业集
聚在一定的空间时，出口扩展企业可以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效应，以较低成本或无成本搜寻到匹
配的劳动力、中间供应商以及获取知识溢出。可见，集聚效应可以让企业“搭便车”，有利于降低企业
的生产成本和创新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向新产品扩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集聚效应不仅与地理距
离相关，也与产品间认知距离相关。 知识不会在任意两个产业间无障碍地传播，认知距离太近会由
于技术保护或信息失效从而降低出口企业的受益； 认知距离太远则可能提高企业间的沟通与学习
成本，同样也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受益，甚至可能产生竞争效应。 目前相关研究侧重关注基于地理距
离衡量的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却忽略了在通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产品间认知距
离对集聚效应的影响，更忽略了企业本身所具备的能力在集聚效应中的关键作用。 进一步地，即使
企业与“邻居”企业处于适当的地理距离和认知距离范围，能通过“搭便车”来提升扩展边际，然而一
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每个企业都能“搭便车”吗？ 其获益是一样的吗？ 企业自身能力可能是影响企
业在集聚效应中获益的重要因素。 因此，集聚效应与企业扩展边际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深
入探讨集聚影响企业扩展边际的作用渠道，并识别出其促进或抑制企业出口扩展的企业条件。回答
上述问题有利于为设立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提供细致且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于新时
期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及其空间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使用企业—产品层面数据测算产品间认知距离，通
过引入认知距离对出口集聚效应进行分解，从而较好地区分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来源，其中，
不相关产品集聚是集聚不经济的主要来源。 ②验证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在集聚效应中“搭便车”，
即集聚效应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因企业在产品上储备的相关生产能力而异， 推动了研究尺度从
区域—产业走向企业—产品，这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 ③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角
度，对集聚效应以及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发挥的作用进行影响机制检验，研究结果有利于更为全面地
理解集聚效应和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过程，也为新时期推动中国出口结构升级，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
强国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第三节是数
据描述与指标测算；第四节是实证检验；第五节是影响机制检验；第六节是结论与讨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提出

出口企业在地理上集聚，将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促使企业进行出口扩展（钱学锋等，2013）。企
业在进行产品扩展的初期需要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故而不会出口所有产品。沉没成本从多方面对
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而集聚效应则主要通过降低企业沉没成本这一机制来发挥作用。研究已经
证实以地理距离刻画的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Aitken et al.，1997；Koenig，
2009）。 然而，一方面，随着通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产品间认知距离开始超越企业间地理距离（吴
群锋和杨汝岱，2019）， 成为研究集聚效应的新视角。 如果某企业与当地其他企业有较高的产品关
联，表明该企业较容易在当地获取生产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基础设施等要素（Hidalgo et al.，2007；
Poncet and Waldemar，2015；Zhou et al.，2019），并可能获得相似的出口经验（Fernandes and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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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从而降低企业所需支付的沉没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在集聚效应中获益的多少取决于企业储
备的生产能力。 即使同行业企业存在于同一空间内， 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同等获取集聚带来的好
处。进一步地，多产品企业理论不仅关注企业异质性，而且开始更多地关注企业内产品异质性，表现
为企业扩展每个产品的成本投入及所获利润都不同。 因此，由于储备的产品生产能力存在差异，即
使同一企业，其在扩展不同产品的过程中对集聚效应的依赖和利用程度也不同。 基于此，下文将分
别讨论企业在出口扩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搭便车”现象以及“搭便车”企业的相关生产能力如何影
响这一过程。

1. “搭便车”现象是否存在：认知距离与集聚效应
国际贸易中，企业在出口扩展过程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通常可以反映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

方面。前者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设备投入、技术研发、劳动力以及中间产品投入等成本；后者
包括产品需求数量、质量和消费者偏好等市场需求信息的搜集以及出口渠道获取的成本。企业对生
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对市场需求的准确判断等均会影响企业出口扩展能否成功， 稍有不慎就可
能宣告失败。杨汝岱和李艳（2016）通过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边界，发现新企业扩展的新产品出口关系
和在位企业扩展的新产品和新市场出口关系在出口一年后的退出率达到 70%左右，由此可见，中国
企业拓展新出口关系的失败率较高。

集聚效应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出口扩展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从而提高扩展成功率。马歇尔外部
性理论强调，企业在地理上集聚可以使企业因共享当地专业劳动力、中间投入品和技术溢出从而降
低生产与搜索成本。同样地，出口集聚使后进入企业（以下称为“跟随者”）不仅可以在集聚中以较低
成本获取匹配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甚至新技术，还可以享受先进入企业（以下称为“先驱者”）在投入
要素、中间产品供给等方面积累的经验。 与一般的集聚效应不同的是，出口集聚的外部性不仅包括
供给侧的外部性，也包括需求侧的外部性，如出口市场信息与渠道等。也就是说，空间上与其他出口
企业邻近，可以使“跟随者”以低成本获取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出口渠道等信息，甚至窥探竞争者
的国际市场战略，从而大大降低信息搜集和加工的成本。如果企业之间能频繁地交流特定目的国的
市场机会、需求趋势和出口渠道等问题，“跟随者”将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出口市场，其面临的出口风
险也相对较低。面对面交流是一种可靠有效且低成本的信息交流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地理邻近被
认为是影响集聚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 学习和模仿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Jaffe et al.，1993；Greenstone et al.，2010）。 出口企业在地理上集聚使企业更容易接受其他企业溢
出的相关信息，从而降低出口扩展的沉没成本和风险。基于地理邻近的出口集聚效应得到了很多研
究的支持（Aitken et al.，1997；Koenig，2009）。

除了地理距离，认知距离对集聚效应的发挥也十分重要。对认知距离作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
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产品边界的讨论。 根据产品类型差异可以将集聚效应分为同产品
集聚效应和不同产品集聚效应，在城市经济学中前者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后者被称为雅各布斯外
部性。同产品集聚能够使企业在频繁交流过程中获取到最容易利用的出口信息。无论是同产品的生
产要素信息还是市场需求信息，都更容易被转换或加工，甚至可以被企业直接利用。 不同产品集聚
效应体现为多样性的好处，区域产品种类越多样化，知识也越多样化，技术创新越容易发生。 然而，
不是任何产品之间都能发生知识交流和信息溢出，产品间认知距离太大会影响知识学习的有效性，
所以只有认知距离处于适当的范围才能促进产品之间知识溢出的发生（Nooteboom，2000）。 马歇尔
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哪个作用更大曾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讨论（Henderson，1997），但未得到一
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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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外部性未得到一致结论可能是由于许多技术和知识之间很难碰撞出火花。 创新的灵
感被熊彼特归结于知识的组合， 即已经存在的技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部分重组从而获得
创新（Fleming，2001）。基于此，产品多样化的区域可能更有创新能力。 然而，不是任何技术和知识之
间都能实现重组，产品间认知距离越远，重组难度越大。因此，多样性必须具有相关性，即认知邻近，
否则不容易产生创新（Frenken et al.，2007）。 相关多样性的提出打破了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
部性的两分法（Frenken et al.，2007；Neffke et al.，2012；Boschma et al.，2013），将雅各布斯外部性
进一步分解为相关多样性集聚和不相关多样性集聚。 认知距离越近，跨产品的互动、复制和知识重
新整合的机会越大， 该机制是集聚效应发生的源泉， 被称为相关多样性集聚效应 （Bishop and
Gripaios，2010）。近年来，技术相关概念的提出和计算方法的创新（Hidalgo et al.，2007），使产品间认
知距离开始得以数量化。随后，大量实证研究在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均证实了相关多样性对区域发
展、新产业形成和新技术出现有重要作用（Hidalgo et al.，2007；Boschma et al.，2013；邓向荣和曹
红，2016）。

因此，知识溢出多发生在拥有相似知识的产品之间，区域在某产品上的相关多样化程度越高，
越能为当地企业提供与该产品有关的生产经验和市场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向该产品扩展的概率。基
于此，在区分同产品集聚和不同产品集聚的基础上，本文将不同产品集聚区分为技术相关产品集聚
和不相关产品集聚。 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 1：同产品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扩展；对于不同产品集聚来说，技术相关产品的集
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扩展。

2. 谁都能“搭便车”吗：转换成本与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作用
企业内资源通常具有可转换性，富余资源可以被转换，用于生产新产品。 该理论最初被 Penrose

（1959）提出，后被总结为企业资源视角（Resource-based View，RBV），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才
被广泛认可和研究。企业过去所储备的内部资源和知识可以被企业再利用，作为后来向新产品扩展
的基础（Penrose，1959），甚至是推动企业出口升级的重要动力机制（Zhou et al.，2019）。 这是一种综
合生产能力，不仅仅是生产奶酪或黄油的能力，而是生产奶制品的能力；不仅仅是生产拖拉机的能
力，而是生产农用机械的能力。 这种综合生产能力是企业资源可转换性的基础，同一种企业能力可
以同时生产多种类型产品。 Teece（1982）和 Teece et al.（1994）在 Penrose（1959）基础上进行了更加
深入的探讨，认为过去的生产与销售活动使企业逐步成长，从而储备了一系列技术、资产、组织惯例
和能力等资源，这部分资源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资源很少只适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通常
也可以用于其他类型产品的生产活动，故而在不同产品之间具有可转换性。当企业试图改变生产范
围时，如果完全重新购置固定设备等资本则需要付出较高的前期投入成本，但如果充分利用企业已
有资源，对自身储备的原有资本进行转换，将大大降低生产新产品的沉没成本。

与新古典理论相比， 企业组织理论的动态演化视角为企业出口扩展过程提供了更符合现实的
理论解释。新古典理论认为企业根据要素价格和技术储备来选择产品，而组织理论认为企业根据组
织知识的可转换范围来选择最终产品（Teece，1982）。 企业拟扩展产品与已有产品之间的技术相关
程度越高，企业可以利用的技术、人员、设备、上下游生产网络等现有资源越多，企业转换已有资源
向该产品扩展的转换成本和风险就越低。 Lemelin（1982）通过研究加拿大企业的产品多元化过程发
现，企业倾向于向已有产品的同类产品进行扩展。 MacDonald（1985）也发现企业倾向于进入与核心
产品相关的产品。 因此，企业更倾向于向关联度高的产品进行扩展，而且关联程度越高，转换成本越低。

虽然集聚效应能降低跟随者扩展新产品的成本和风险，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同质的。集聚效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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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者可以享受先驱者在投入要素、中间产品供给、市场需求、出口渠道等方面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从而降低跟随者扩展新产品的沉没成本和创新风险。 然而，每个企业所积累的知识与资源不同，对
集聚中溢出的知识和经验有不同的吸收和转换能力。 已有研究关注企业层面能力，多以生产率、出
口规模、所有制来反映，但企业的能力与资源主要体现在产品层面，例如生产设备、技术、熟练劳动
力、研发能力等。如果说企业能力影响的是企业在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和存活概率，那么企业在产品
层面的能力则影响企业是否进行新产品的扩展以及选择什么产品进行扩展。 产品生产是制造业企
业的灵魂，企业产品生产的能力则是影响企业调整产品范围的核心能力。企业相关生产能力构成了
企业扩展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基础（Danneels，2002），将会影响企业是否能从出口集聚中获益以及获
益的程度。 因此，出口集聚对企业产品扩展的影响因企业在该产品上所积累的能力差异而具有异质性。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企业自身所储备的能力（包括出口知识、要素储备和经验等）可能对企业
产品创新、 多元化有显著的影响 （Wang and Lin，2013）。 魣lvarez et al.（2013） 和 Lo Turco and
Maggioni（2016）均发现无论是企业自身经验还是其他企业的溢出经验都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扩展
的概率，同时发现与本地的生产能力相比，企业生产能力的影响更大。Zhou et al.（2019）在中国出口
企业产品升级的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结论， 企业自身储备的经验与区域其他企业的经验均有利于
提高企业进行出口产品升级的概率，且企业经验的作用更大。这些实证结果虽然证明了企业生产能
力的直接作用，却没有讨论该能力在出口集聚影响企业出口扩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本文认为，
集聚效应降低企业在出口扩展过程中的成本投入，从而显著影响企业扩展边际，而企业在某产品上
所积累的生产能力越强，越容易从集聚效应中获取更大收益，从而提高企业向该产品扩展的概率。
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 2：企业在产品层面积累的能力可以显著提高企业从出口集聚中获益的程度。

三、 数据描述与指标测算

1. 计量模型设定
为验证假说 1，本文将出口集聚分解为相同产品集聚和不同产品集聚，后者基于技术相关度进

一步分解为技术相关产品集聚和不相关产品集聚。 为了考察三种类型的出口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
扩展边际的影响，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如（1）式所示。

Entryc，g，i，t=α0 +β1Aggc，g，i，t-1 +β2Agg_Rc，g，i，t-1 +β3Agg_URc，g，i，t-1 +

Controlc，g，i，t-1 +γg +φi+μt+εc，g，i，t （1）

其中，下标 c、g、i、t 分别表示区域、企业、产品和年份。 Entry 是二元变量，表示企业是否扩展产
品 i，扩展为 1，否则为 0。 β1 、β2 、β3分别考察同产品集聚效应、相关产品集聚效应和不相关产品集聚

效应，所有解释变量均做取对数处理。 Control为企业—产品层面或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
相关生产能力（CAPAB）、企业出口总额（EXPORT）、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DIV）、企业劳动生产
率（PROV）和企业规模（SIZE）。其中，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为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数，企业劳动
生产率为单位劳动力的企业生产总值，企业规模为企业从业人数，企业出口总额和企业规模做取对
数处理。

在（1）式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企业相关生产能力 CAPAB与三个出口集聚变量的交互项，构建计
量模型来验证假说 2， 即企业相关生产能力是否能提高企业在出口扩展过程中从出口集聚中的获
益程度，如（2）式所示。

Entryc，g，i，t=α0 +β1Aggc，g，i，t-1 +β2Agg_Rc，g，i，t-1 +β3Agg_URc，g，i，t-1 +β4Aggc，g，i，t-1×CAPABg，i，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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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5Agg_Rc，g，i，t-1×CAPABg，i，t-1 +β6Agg_URc，g，i，t-1×CAPABg，i，t-1 +

Controlc，g，i，t-1 +γg +φi+μt +εc，g，i，t （2）

其中，所有符号含义与（1）式一致。 交叉项系数 β4 、β5 、β6分别考察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对同产品

集聚效应、相关产品集聚效应和不相关产品集聚效应的影响。 为避免交叉项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个交叉项将被分别引入（2）式。

企业出口产品扩展的定义通常分为两年定义法或多年定义法。由于企业出口产品变动频繁，为
了规避企业过去出口的影响以及识别企业对该产品的首次出口，本文采用多年定义法。 企业 g在 t-1
年及其之前所有年份没有出口产品 i，而在 t 年开始出口，则 Entryc，g，i，t取值为 1，产品 i 则为企业 g

的新扩展产品；企业 g 在 t 年之前（包括 t 年）的所有年份未出口 i 产品，则 Entryc，g，i，t取值为 0，产品

i则为企业 g的拟扩展产品。
2. 指标构建
（1）产品技术相关度的估计。产品间技术相关度是本文测度区域相关产品和不相关产品集聚的

重要指标。 Hidalgo et al.（2007）打破传统的标准行业分类法（Frenken et al.，2007）和投入产出表法
（Lemelin，1982；Dumais et al.，2002），提出共存分析法。 该方法假设如果两种产品高概率地被同一
国家出口，说明它们共享相似的制度、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组合等，据此计算两种产品同时被同一国
家出口的条件概率来测算产品间技术相关程度。 随后学者开始仿照这个思路计算两种产品同时被
同一区域出口的条件概率来测算产品相关度或行业相关度（Guo and He，2017）。然而两种产品被同
一区域高概率出口或生产，可能是因为需要共享除技术以外的其他生产条件，例如制度、土地和基
础设施， 因此计算出来的条件概率不能准确衡量产品间的技术相关度。 本文认为与国家或区域相
比，企业才是最微观的生产主体，如果两种产品以较高概率被同一生产企业出口，说明这两种产品
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劳动力技能、资本组合等有相似的要求。因此，本文沿用 Hidalgo et al.（2007）的
思路，利用海关数据库，计算任意两种产品被同一企业出口的条件概率来测量产品间的技术相关度

（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准ij=min{P（Vgi>0│Vgj>0），P（Vgj>0│Vgi>0）} （3）

其中，g代表企业，i和 j代表 HS四位码出口产品。 如果 g企业的 i产品出口额大于 0，则 Vgi为

1，否则为 0。同理，如果 g企业的 j产品出口额大于 0，则 Vgj为 1，否则为 0。 P（Vgi>0│Vgj>0）表示企

业 g在出口产品 j的条件下出口产品 i 的概率①。 如果 准ij很高， 说明产品 i 和产品 j 的技术相关度

高；反之，则技术相关度低。 所有产品中两两之间的技术相关集合构成产品空间（Hidalgo et al.，
2007），是一个 1084×1084 的对称矩阵②。矩阵中每个值是一对产品的技术相关度。此外，取两个条件
概率的最小值可以避免过大地估计产品相关度③。在企业层面用共存分析的思路计算产品相关度的

①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包含很多贸易公司。 一些生产型企业委托贸易公司进行出口报关，该出口行为则

记录在贸易公司名下。 两产品高概率被贸易公司出口的现象与产品技术相关度无关，因此本文在计算产品

技术相关度之前将贸易公司剔除。

② 所谓对称就是没有方向，尽管产品相关度有可能有方向，但对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计算（Hidalgo et al.，
2007）。 同时，在产品—产品的相关度矩阵中，对角线取 0，以更好地区分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避免

共线性和内生性。

③ 为了能直观展示产品相关度， 本文提取 2002 年和 2011 年中国出口额之和排名前 10 且相关度大于 0.3 的
产品对进行展示，相关描述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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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早在 Teece et al.（1994）就被提出和使用，但因无法处理条件概率的不对称性，所以只计算了
不同产品在同一企业共存的频数。频数受行业规模（行业内企业数量）等影响较大，因而本文采用最
小条件概率，既综合了 Hidalgo et al.（2007）和 Teece et al.（1994）的优点，又规避了两者的缺点。

（2）出口集聚效应。在获得“产品—产品”间的技术相关度后，本文通过识别企业所在的城市，计
算出口集聚和企业相关生产能力。 根据产品之间认知距离的大小， 出口集聚又分为同产品集聚

（Agg）、相关产品集聚（Agg_R）和不相关产品集聚（Agg_UR）。 同产品集聚程度（Agg）计算公式如下：
Aggc，g，i=∑f∈c，f≠g （exportf，i ） （4）

其中，c是企业 f和 g所在的城市，i为产品。 exportf，i为城市 c中企业 f出口产品 i的规模。 同产

品集聚效应是指企业 g 所在城市 c 的其他企业出口产品 i 的集聚程度 Aggc，g，i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

响。 通过引入产品技术相关度计算相关产品集聚程度（Agg_R），计算公式如下：

Agg_Rc，g，i=∑j （exportc，j×δij ）-∑j （exportg，j×δij ），其中，δij=
1， 准ij≥0.25

0， 准ij<0.2
≥ 5

（5）

其中，exportc，j和 exportg，j分别为企业 g 所在城市 c 和企业 g 出口产品 j 的总规模。 准ij为基于公

式（1）计算的产品 i 和 j 之间的技术相关度。 为区分相关产品和不相关产品集聚，本文选择以 0.25
作为产品间技术相关度的临界值①。 准ij大于等于 0.25，则认为两产品在技术上相关，δij取 1，否则 δij
取 0。以 δij加权分别得到城市 c中与产品 i技术相关的产品的出口总规模（∑j （exportc，j×δij ））和城市

c中企业 g 与产品 i 技术相关的产品的出口规模（∑j （exportg，j×δij ）），两者相减得到企业 g 所在城市

其他企业与产品 i技术相关产品的出口集聚程度 Agg_Rc，g，i ， 其对企业 g 出口产品扩展的影响即为

相关产品集聚效应。 同理， 识别技术相关度小于 0.25 的产品对， 以此计算不相关产品集聚程度

（Agg_UR），计算公式如下：

Agg_URc，g，i=∑j [exportc，j×（1-δij ）]-∑j [exportg，j×（1-δij ）]，其中，δij=
1， 准ij≥0.25

0， 准ij<0.2
≥ 5

（6）

所有符号的含义同上。不相关产品集聚（Agg_URc，g，i ）对企业 g出口扩展的影响即为不相关产品

集聚效应。
（3）企业相关生产能力。 企业生产能力一般用企业生产总值或企业生产率来衡量，但这种方法

只能反映企业生产能力的平均水平，而无法衡量企业在不同产品上储备的生产能力。 因此，借鉴吴
群锋和杨汝岱（2019）的计算思路，本文采用产品相关度系数的比重做权重，计算企业在产品 i 上储
备的相关产品生产能力（CAPAB）：

CAPABg，i=∑j （exportg，j×
δij
∑i δij

） （7）

其中，所有符号的含义同上。 该方法测量的 CAPAB，刻画企业 g 在产品 i 上储备的相关生产能
力。 即使企业并未出口产品 i，也可以通过技术相关度测度企业 g 储备的与产品 i 相关的产品生产

① 在产品相关度矩阵中，有 1084 种产品，587528 对关联数。 当门槛值设定为 0.1 时，所有产品都在产品相关

网络中，但关联数剩 1/5，即 117685；当门槛值设定为 0.2 时，产品剩 822 个，关联数剩 32330；当门槛值设定
为 0.3 时，产品剩 534，关联数剩 8077；当门槛值设定为 0.5 时，产品数仅剩 173。 门槛值的选择标准既要尽
量包括更多的产品和关联，又要去掉那些不能代表有技术关联的弱联系。综上，借鉴 Neffke et al. （2012）以

0.25 为门槛的设置，本文也将门槛值设为 0.25，此时产品空间中有 660 个产品、16519 对关联对。 后文也将

使用 0.2 和 0.3 作为门槛值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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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使用产品相关度系数的比重加权，使不同产品与 i产品间的技术相关度可比。 后文的计量模
型均对 CAPAB做了标准化处理。

3.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2002—2011）。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是中国现阶

段最为翔实的贸易数据，很多研究对该数据做了详细说明（杨汝岱和李艳，2016）。 以现有研究为基
础， 结合本文需求， 对海关库数据做了必要的数据清理： ①将 2007 年以后的 HS 编码统一到 2002
年；②本文在 Ahn et al.（2011）剔除贸易公司方法的基础上对贸易公司的范围进行了调整①，剔除了
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的贸易公司； ③剔除加工贸易。 为避免企业在出口市场的频繁进入退出的影
响，本文选取 2002—2011年一直在出口的企业，共 14687家出口企业，出口的总产品数为 1084。 除
企业已出口产品和新扩展产品外，其他产品均被认为是拟扩展产品。 控制变量中，企业劳动生产率
和企业规模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②，其他控制变量均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③。大样本
性质下，使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离散选择模型是无偏一致的，因此本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方
程（1）。

4. 特征性事实
为了初步验证三种类型出口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扩展之间的关系， 这里考察新扩展产品与拟

扩展产品的出口集聚核密度分布差异，见图 1。 其中，横轴分别是企业所在城市的同产品集聚、相关
产品集聚和不相关产品集聚，均做取对数处理。 结果与预期一致，对于同产品集聚（见图 1（a））和相
关产品集聚（见图 1（b）），拟扩展产品的分布在新产品的左侧，说明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程
度越高，该产品被企业扩展的概率更大。 经 ANOVA检验，P值为 0.0000，即两个分布的差异在统计
上显著。然而，不相关产品集聚（见图 1（c））的作用恰恰相反，拟扩展产品的分布在新产品的右侧，说
明不相关产品集聚程度越高，该产品被企业扩展的概率越小，初步证实不相关产品集聚效应可能表
现为集聚不经济。 为验证三种类型出口集聚对企业产品扩展的影响，下文将通过计量模型，在控制
不同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

四、 出口集聚效应的检验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1列出了基准回归结果。 第（1）列仅加入了三种类型集聚变量，未加入任何固定效应。 第（2）

列加入企业、年份和产品三个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很大提高，且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
集聚的系数明显下降。 可见，固定效应的加入不仅提高了模型解释力，而且一定程度缓解了集聚的
内生性问题。在第（2）列的基础上，第（3）列加入企业出口总额、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企业劳动生产

① 本文剔除不从事产品生产，仅提供贸易服务的贸易公司。 剔除的贸易公司主要为企业名称中含有“进出口”

“贸易”“出口”“进口”“外贸”“商务”“商贸”“商业”“边贸”“物流”“外运”“采购”“储运”“快运”“广告”“仓库”

“仓储”等的企业。

② 基于 Dai et al.（2016）的方法对两个库进行匹配。由于两个数据库中的企业 ID 不同，此处使用企业名称、电

话号码和邮政编码来对企业进行匹配。 匹配的结果保留了工业库 50.59％的出口企业。 这些企业占工业库

总出口值的 64.87％，占贸易库总出口值的 28.94％。 两个数据库在匹配过程中损失了部分企业样本，后文将

做进一步的稳健性讨论。

③ 描述性统计发现变量间相关系数较低，可判断解释变量之间无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结果请参见《中国工业

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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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出口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扩展的核密度分布

率、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解释变量的系数进一步下降，同时模型解释力也下降了。这主要是因为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过程中损失了大量观测值， 损失的观测值一方面是
由于企业名称无法精确匹配， 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样本的
缺失。而企业规模可能是影响企业出口扩展的重要因素，故而中小企业样本的损失可能导致结果出
现明显偏误。从表 1第（3）列的系数看，集聚效应在规模以上企业样本中的系数更小。这主要是归因
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大企业在出口扩展过程中可能对外部规模经济的依赖更小，该结论也符合预
期。为了避免观测值损失带来的偏误，后文只保留来源于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企业出口总额和企业
出口产品多样化两个控制变量。 为了证明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企业规
模两个控制变量对模型解释力和集聚的系数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用匹配后的样本观测值仅控制海
关进出口数据库两个控制变量，重新估计表 1 第（3）列。 结果见第（4）列，对比第（3）列和第（4）列结
果，本文发现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企业规模这两个控制变量对集聚的系数几乎没有影响。该结果一定
程度上证明了本文只使用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全样本观测值进行实证检验具有一定合理性。

综上，本文选取表 1 第（5）列作为基准模型，使用匹配前的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作为研究样
本，控制企业出口总额和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并控制企业、产品和年份固定效应。为了对比三种集
聚效应的大小，最后一列汇报了基准模型的标准化系数。 结果显示，同产品集聚效应和相关产品集
聚效应均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说明搭便车现象确实存在。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在集聚程度越高的
地区，越容易以低成本获得所需劳动力、上游产品供给、技术知识以及出口渠道信息等，故而其进行
产品扩展的概率也越高。 具体来说，同产品集聚程度提高 1%，企业向该产品扩展的概率提高

0.04%；相关产品集聚程度提高 1%，企业向该产品扩展的概率提高 0.01%。可见，企业在出口扩展过
程中更能从同产品集聚中获益，而相关产品的间接经验由于需要企业支付一定的转换成本，其影响
小于同产品集聚效应。区域不相关产品集聚显著为负，且其提高 1%，企业向该产品扩展的概率降低

0.68%，这证实了目前文献里讨论的集聚不经济和竞争效应的存在。也就是说，出口集聚不经济主要
来源于不相关产品对本地一般生产资源的竞争。与表 1第（1）列对比，第（5）列中同产品集聚的系数
有明显降低，说明不控制企业、产品和年份固定效应，可能存在重要变量遗漏，从而导致出口集聚效
应的高估。综上所述，平均来看，同产品和相关产品的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
不相关产品集聚则表现为竞争效应，假说 1得证。

2. 内生性问题
出口集聚与企业出口扩展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模型中可能由于缺失重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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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标准化

Agg 0.0008*** 0.0004*** 0.0003*** 0.0003*** 0.0004*** 0.0012***

（4.63e-06） （5.72e-06） （6.32e-06） （6.32e-06） （5.72e-06） （1.82e-05）

Agg_R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11***

（1.04e-06） （4.65e-06） （5.13e-06） （5.13e-06） （4.65e-06） （6.15e-05）

Agg_UR -0.0020*** -0.0067*** -0.0072*** -0.0072*** -0.0068*** -0.0087***

（1.11e-05） （9.42e-05） （0.0001） （0.0001） （9.42e-05） （0.0001）

CAPAB 0.0010*** 0.0010*** 0.0012*** 0.0012***

（1.62e-05） （1.60e-05） （1.60e-05） （1.60e-05）

EXPORT 0.0001*** 0.0001*** 0.0002*** 0.0004***

（1.66e-05） （1.64e-05） （1.38e-05） （2.71e-05）

DIV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5.57e-07） （5.56e-07） （2.39e-07） （2.66e-05）

PROV -0.0000***

（1.27e-06）

SIZE 0.0001*

（3.83e-05）
企业、 产品和年

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2904226 32904226 21414447 21414447 32904226 32904226

R2 0.0030 0.0210 0.0160 0.0160 0.0220 0.0220

区域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表 1

注：*、**、*** 分别表示 10%、5%、1%的统计显著性；括号内为标准误。 以下各表同。

变量而导致内生性偏误。本文用三个集聚变量的滞后二期和三期作为工具变量（IV），采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来估计方程（1），结果见表 2。 第（1）列使用滞后二期的集聚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第（2）列同
时使用滞后二期和三期的集聚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结果相差不大。 同产品、相关产品集聚对企业出
口扩展的作用显著为正，不相关产品集聚显著为负，符号与基准结果一致。 以第（1）列为例，同产品
集聚程度提高 1%，企业向该产品扩展的概率提高 0.04%；相关产品集聚程度提高 1%，企业向该产
品扩展的概率提高 0.01%。 从检验的统计量看，均拒绝了内生性检验、不足识别检验和过度识别检
验。 由于采用滞后三期的集聚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导致样本量的损失较大，且第（1）、（2）列结果差异
较小，所以下文均使用滞后二期作为工具变量，来进一步进行检验。

3. 异质性讨论
（1）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出口集聚对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影响不同，因此有必要检验集聚效

应的企业所有制差异。 本文将企业按照所有制进行分类，本土企业（Domestic）为 1（包括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为 0，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中第（1）、（2）列显示：出口集聚对本土
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比外资企业高。也就是说，与外资企业相比，本土企业更依赖出口集聚，表现出
更明显的“搭便车”倾向。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具有天然优势，更容易从
母国或母公司获取到技术、资本、人员、中间产品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多样化的资源获取途径
削弱了外资企业对当地出口集聚效应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能短时间内提高当地经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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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滞后二期 IV 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 IV

Agg 0.0004*** 0.0004***

（9.47e-06） （1.07e-05）

Agg_R 0.0001*** 0.0001***

（8.97e-06） （1.06e-05）

Agg_UR -0.0084*** -0.0093***

（0.0002） （0.0002）

观测值 25975090 20919745

R2 0.0200 0.0190

内生性检验（Hausman） 961.8900 2284.0600

识别不足检验（Anderson canon. corr. LM statistic） 1.20E+07 9.90E+06

过度识别检验（Sargan statistic） 否 134.6720

内生性：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 2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 CAPAB、EXPORT 以及企业、产品和年份固定效应；内生性检验、识别不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的 P 值

均为 0.0000。

现和税收收入，在本文的研究期内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减免税收、低价供地等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和
支持外资企业。 多样化的资源获取途径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其在出口扩展过程中有更大的
灵活性和自主性，因此削弱了外资企业在出口集聚中“搭便车”的程度。 此外，外资企业落地后通常
是当地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甚至下游市场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与其说外资企业“搭便车”，不如
说是被“搭便车”。 相反，本土企业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其也更依赖本地出口集聚
效应。

（2）区位异质性。 考虑到中国区域间的巨大差异，企业在不同区域对出口集聚效应的依赖程度
可能不同，因此有必要验证集聚效应的区域差异。本文按企业所在区位将其分为沿海企业（Coast=1）
和内陆企业（Coast=0），并将其与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变量分别交叉，回归结果见表 3 第（3）、
（4）列。 集聚对沿海地区企业与内陆地区企业扩展边际的影响也表现出系统性差异。 两个交叉项均
显著为负，说明与沿海地区相比，两种类型集聚对内陆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 这可能与沿海和内陆
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有关。 在企业进行出口扩展的过程中，相较于集聚程度普遍较高的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的高集聚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内陆企业更依赖集聚效应。

（3）产品异质性—技术复杂度。 企业扩展新产品的难度因产品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通常认为企业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并投入更高的沉没成本来扩展高技术产品 （Javorcik et al.，
2018），而出口集聚恰恰能够提供扩展高技术产品所需的知识、信息以及生产要素。 因此，出口集聚
对企业扩展新产品的影响可能存在产品技术水平异质性。 已有研究通常利用产品结构来衡量产品
技术水平的差异，该方法的缺点显而易见。 本文利用 Hidalgo and Hausmann（2009）的迭代映射法估
算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来衡量产品技术水平。 进而，引入集聚经济与产品技术复杂度（Complexity）
的交互项来讨论集聚效应的产品异质性，结果见表 3第（5）、（6）列。 结果显示，两个交叉项均显著为
正。 可见，扩展的产品技术水平越高，企业越需要从出口集聚中获取知识、信息和生产要素等，以此
来降低出口扩展过程中的沉没成本以及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向新产品的扩展，该结论符合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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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与外资企业的差异 沿海与内陆企业的差异 不同技术复杂度产品的差异

（1） （2） （3） （4） （5） （6）
Agg 0.0002*** 0.0004*** 0.0006*** 0.0004*** 0.0004*** 0.0004***

（1.03e-05） （9.48e-06） （3.52e-05） （9.49e-06） （9.63e-06） （9.48e-06）
Agg_R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8.96e-06） （8.99e-06） （8.97e-06） （1.14e-05） （8.97e-06） （9.07e-06）
Agg_UR -0.0083*** -0.0084*** -0.0084*** -0.0084*** -0.0084*** -0.0084***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Agg×Domestic 0.0009***

（1.37e-05）
Agg_R×Domestic 0.0002***

（2.53e-06）
Agg×Coast -0.0002***

（3.54e-05）
Agg_R×Coast -0.0001***

（6.94e-06）
Agg×Complexity 6.94e-05***

（7.54e-06）
Agg_R×Complexity 4.58e-05***
观测值 25975090 25975090 25975090 25975090 25975090 25975090
R2 0.0210 0.0210 0.0200 0.0200 0.0200 0.0200

企业所有制、企业区位和产品异质性的影响表 3

注：估计方法为工具变量法，工具变量为滞后二期的 Agg、Agg_R、Agg_UR 及其与相应异质性变量的交叉项；所有模型均控制

了 CAPAB、EXPORT 以及企业、产品和年份固定效应。

4. 不是谁都能“搭便车”：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检验
表 2 中第（1）、（2）列对三种集聚效应的检验有一个强假设，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出口

集聚对每一个企业—产品对的影响是均等的， 但现实中集聚效应可能因企业在每种产品上积累的
经验和技术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不是谁都可以“搭便车”，集聚效应存在企业—产品异质性。为
了检验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对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 此处引入 CAPAB 与三个集聚变量的交叉项，结
果见表 4。 结果显示：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与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企业在拟扩展产品上储备的相关能力越高，越容易吸收集聚溢出的直接和间接经验。 不相
关产品集聚与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相关生产能力有助于企业削减
集聚不经济的影响。 综上，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对集聚效应的影响符合预期：同产品和相关产品集聚
有助于企业进行出口扩展， 但该效应受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影响， 故而不是谁都能在集聚效应中

“搭便车”，假说 2得证。
5. 稳健性检验
（1）技术相关度门槛值选择的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相关产品和不相关产品的分类中，本文将产

品技术相关度大于 0.25的产品设置为相关产品，否则为不相关产品。该门槛值的选择可能对结果造
成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 0.20和 0.30分别作为产品间技术相关度的门槛值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两个

① 以 0.2 和 0.3 作为技术相关度的门槛值以此计算相关产品集聚和不相关产品集聚，回归结果请参见《中国工

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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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Agg 0.0004*** 0.0004*** 0.0004***

（9.48e-06） （9.47e-06） （9.47e-06）
Agg_R 0.0001*** 0.0001*** 0.0001***

（8.97e-06） （8.97e-06） （8.96e-06）
Agg_UR -0.0084*** -0.0084*** -0.0083***

（0.0001） （0.0001） （0.0001）
Agg×CAPAB 0.0002***

（4.87e-06）
Agg_R×CAPAB 0.0001***

（7.85e-07）
Agg_UR×CAPAB -0.0028***

（2.13e-05）
观测值 25975090 25975090 25975090
R2 0.0200 0.0210 0.0210

出口溢出效应影响的异质性：企业相关生产能力表 4

注： 估计方法为工具变量法， 工具变量为滞后二期的 Agg、Agg_R、Agg_UR 及其与 CAPAB 的交叉项； 所有模型均控制了

CAPAB、EXPORT 以及企业、产品和年份固定效应。

门槛值的回归结果与表 2和表 4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系数极为接近，结果十分稳健。
（2）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差异可能使企

业对出口集聚效应以及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依赖程度产生差异。 本文分阶段对基准回归以及企业
生产能力异质性的作用进行检验①。 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 比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集聚效
应的系数显著低于危机前，模型的解释力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该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国际金融
危机后，企业出口扩展可能更多地受到了除企业和出口集聚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出口政策、
国际环境、东道国市场需求变化等。

五、 影响机制检验

出口集聚外部性不仅包括产品生产角度的外部性，也包括出口市场信息与渠道的外部性。此部
分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角度，分别探究出口集聚效应及其企业异质性影响的作用机制。

1. 供给侧机制讨论
如前文所述， 马歇尔外部性理论认为集聚效应来源于共享专业劳动力、 中间投入品和技术溢

出，适用于从供给侧角度来解释出口集聚效应。出口集聚效应使“跟随者”可以享受“先驱者”所积累
下来的生产要素和技术，使其更高效地获取到更加匹配的劳动力、投入要素和生产技术，大大降低
了企业出口产品扩展的沉没成本和创新风险。 因此，本文将从专业劳动力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以
及技术溢出三个角度研究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渠道， 同时尝试探究企业相关生产能力通过哪种渠
道影响企业在出口集聚中获益。

三个渠道的衡量方法如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 c 城市 i 行业企业的年平均从业人
数之和来测度专业劳动力共享（Labor）；参考韩峰和柯善咨（2012）的方法，利用 2002 年和 2007 年

① 回归结果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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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 c城市 i行业对 j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①，加权各行业产出规模，得到 c城市 i行
业的中间投入品共享（Input）；借鉴劳动力共享变量的计算方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新产
品产值数据并在城市—行业层面加总，得到 c城市 i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 三个变量均进行对
数化处理。

这里采用中介效应方法检验出口集聚效应的供给侧渠道：①式（1）估计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产
品扩展的总效应；②式（8）检验出口集聚对三个中介变量的影响；③将出口集聚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
放入模型，检验中介变量对出口集聚系数变化的影响，见式（9）。 三个方程的系数均显著才能说明存
在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2和表 5。

Mc，i，t=δ0 +δ1Aggc，g，i，t +δ2Agg_Rc，g，i，t+δ3Agg_URc，g，i，t +γc +φi+μt +εc，i，t （8）

Entryc，g，i，t =β0 +α0Mc，g，i，t-1 +β1Aggc，g，i，t-1 +β2Agg_Rc，g，i，t-1 +β3Agg_URc，g，i，t-1 +γc +φi+μt +εc，g，i，t （9）

其中，Mc，i，t为三个中介变量，其余变量的定义同上。 表 2 第（1）列显示，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

性问题后，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产品扩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产品集聚程度提高 1%，企业向该产
品扩展的概率提高 0.04%。 表 5报告出口集聚效应的渠道，第（1）—（3）列的结果显示出口集聚显著
提高了当地的专业劳动力数量、中间投入品规模和技术研发水平，但第（4）列中只有专业劳动力和
中间投入品规模对企业出口产品扩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技术溢出反而降低了企业产品扩展的概
率，且系数不显著。 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因为专业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品均是企业产品扩展所需要
的投入要素，两者的本地化特征均较为明显。 集聚带来的本地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和中间投入品规模
大大降低了企业扩展产品过程中对劳动力、中间品的搜寻成本和运输成本。 技术溢出没有表现出显
著的正面中介作用，原因可能是技术研发投入较高的地区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拥有较高的技术实力，
从侧面也可以反映该产品在当地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以及该产品可能具有较高的技术密集度。 因
此，从结果来看，技术研发越高，企业向该产品扩展的难度越大。 综合来看，中介效应的结果表明，出
口集聚通过专业劳动力共享和中间投入品共享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扩展的概率。 这一结论与
孙天阳等（2018）一致，但不同的是，本文发现技术溢出不是出口集聚促进企业产品扩展的渠道。 本
文认为，中介效应的检验不应将不同作用渠道分别引入模型，因为不同作用渠道一般存在相互作用
的可能。 例如，研发水平较高的地区，其专业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品的规模也可能更大，因此，需要控
制其他渠道的影响来识别出真正的目标渠道。

为了检验这三个渠道是否也影响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在出口集聚效应中的作用，本文在式（8）基
础上引入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与三个作用渠道的交叉项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5 第（5）列。 专业劳动力
与企业相关生产能力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相关生产能力越高，越容易在出口集聚中享受到
专业劳动力共享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扩展的概率。 技术溢出和中间投入品
与企业相关能力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相关能力越高，从当地获取技术溢出和中间投入品的
概率反而越小。 一方面，可能因为相关能力高的企业越容易实现内部规模经济，从而将技术研发和
中间投入品的供给内部化；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更有能力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供应商，
尤其是对运输距离不敏感的零配件。 根据企业资源视角，企业储备的能力与某产品在技术上相关度
越高，企业向该产品扩展需要投入的转换成本越低。 企业相关生产能力提高了企业对技术与知识的
转换能力，而不具备这些能力的企业虽然也可以享受出口集聚效应，但效率和成功率显著低于能力

① 采用年份最近距离匹配，2002—2005 年完全消耗系数使用 2002 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2006—2011 年
使用 2007 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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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Labor Input Spillover Entry Entry

Agg 0.0532*** 0.0107*** 0.0839*** 0.0003*** 0.0003***

（5.29e-05） （2.06e-05） （0.0004） （5.82e-06） （5.81e-06）

Labor 0.0006*** 0.0005***

（2.20e-05） （2.20e-05）

Input 0.0022*** 0.0023***

（5.44e-05） （5.44e-05）

Spillover -0.0000 -0.0000*

（2.77e-06） （2.77e-06）

Labor×CAPAB 0.0009***

（1.40e-05）

Input×CAPAB -0.0018***

（1.83e-05）

Spillover×CAPAB -8.92e-06***

（1.05e-06）

观测值 32688701 32859828 32688793 32688701 32688701

R2 0.7240 0.9550 0.8270 0.0220 0.0220

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检验：供给侧表 5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 Agg_U、Agg_UR、CAPAB、EXPORT 以及企业、产品和年份固定效应。

强的企业。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相关生产能力越高，其越有能力将技术研发与中间投入内部化，此
时反而会降低对集聚效应的依赖。

2. 需求侧机制讨论
研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是企业出口扩展的两种选择，向新产品扩展需要投入生产技术、资本

和劳动力的转换成本，向新市场扩展需要投入搜集目的国的需求量、消费者偏好和出口渠道等市场
信息的成本。 企业在出口扩展时需要同时考虑在产品和市场两个维度的成功率。 因此，与一般集聚
外部性不同的是，出口集聚的影响渠道除专业化劳动力共享、中间投入品规模以及技术外溢等供给
侧维度以外，还需要考虑需求侧信息积累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 一般来说，如果 A 国是 c 城市 i
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国，那么 c城市围绕 A国所积累的市场信息将更有利于企业向 i 产品扩展。

为了考察目的国需求侧信息优势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 机制检验模型因变量延伸为
企业—产品—目的国维度，自变量延伸为城市—产品—目的国维度的集聚变量，即城市—同产品—
目的国集聚 （Aggc）、 城市—相关产品—目的国集聚 （Aggc_R）、 城市—不相关产品—目的国集聚

（Aggc_UR）。 模型中控制企业出口目的国经验、企业相关生产能力、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多样
化水平等企业特征以及企业、产品、年份和目的国固定效应，结果见表 6。 第（1）列显示，同产品—目
的国集聚程度提高 1%，企业向该产品—目的国扩展的概率提高 0.07%；相关产品—目的国集聚程
度提高 1%，企业向该产品—目的国扩展的概率提高 0.01%；而不相关产品—目的国集聚依然降低
了企业产品扩展的概率。 此外，企业过去对目的国的出口经验也会影响企业出口扩展行为。 表 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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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ntry Entry

Aggc 0.0007*** 0.0006***

（6.81e-06） （1.64e-05）

Aggc_R 0.0001*** -0.0002***

（1.98e-06） （5.15e-06）

Aggc_UR -0.0004*** -0.0002***

（4.90e-06） （1.23e-05）

Aggc×EXP 0.0002***

（1.78e-05）

Aggc_R×EXP 0.0003***

（5.36e-06）

Aggc_UR×EXP -0.0002***

（1.32e-05）

观测值 105401982 105401982

R2 0.0350 0.0350

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检验：需求侧表 6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企业出口目的国经验、企业相关产品能力以及企业出口总额和企业多样化水平等企业特征以及企业、产

品、年份和目的国的固定效应。

六、 结论与讨论

国际贸易领域在多产品企业模型上所进行的拓展， 为企业内产品扩展边际的研究奠定了理论
基础。 已有研究虽然证实了地理距离刻画的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动态和出口行为产生正向作用，却
忽视了在通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产品间认知距离对出口集聚效应的重要作用，更
鲜有对集聚效应发挥作用的企业条件进行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出口扩展的典型事实，讨论出口
集聚以及企业相关生产能力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机制和异质性讨论。 研
究发现：①认知距离刻画的出口集聚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扩展边际，且认知距离越近，集聚效
应越大。 不同类型的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扩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均
表现为正效应，不相关产品集聚表现为负效应，即竞争效应。 ②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搭便车”，也就是
说，集聚效应并不是平均地作用于每个企业，其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因企业储备的相关生产能力
而异。高能力企业比低能力企业能更好地利用出口集聚效应来进行出口扩展。③影响机制方面，出口
集聚效应不仅可以通过专业劳动力共享和中间投入品共享等供给侧渠道影响企业出口扩展，

（2）列加入三个集聚变量与企业在该目的国的出口经验（即如果企业出口过该目的国，则 EXP 为 1，
否则为 0）的交叉项。 结果显示，企业如果对某国有过出口经验，而本地其他企业又同时大量向该国
出口产品 i或者与 i相关度高的产品，那么该企业向该国出口产品 i的概率更高。 这主要是因为，企
业掌握的需求侧信息大大降低了向该目的国进行产品扩展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目的国维
度的信息和渠道优势显著提高了企业扩展边际，而企业出口经验将影响其对需求侧信息的吸收，两
者共同影响企业扩展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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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可以通过市场信息溢出和已有出口经验共享等需求侧渠道来降低企业产品扩展的难度和
风险。

在中国经济转型压力骤增和国际贸易战升级的双重背景下， 提高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是
中国调整出口结构、提升出口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产品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
向任意产品扩展，中国亟须在国际出口市场上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从根本上需要依赖出口
企业的不懈努力。 近年来，中国逐步脱下“加工车间”的帽子，部分出口企业开始掌握核心生产技术，
在出口市场崭露头角，甚至在有些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与欧美国家的差距也给了我们
继续努力的空间。 为了鼓励中国出口企业不断创新发展，地方政府大力上马工业园区和自由贸易试
验区等，效果却未达到预期。 结合本文的发现，出口集聚，尤其是同产品集聚和相关产品集聚，始终
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外源动力。 针对地方政府：①地方政府应尽可能为企业打造技术关联
紧密、上下游产业相互依托、有核心竞争力的空间集聚形态，充分发挥企业集聚效应，避免技术不相
关的企业“扎堆”带来竞争效应和资源重组的负面影响。 ②为实现这种空间集聚形态的形成，地方政
府需要破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开展区域协作，促进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为提高产业空间集
聚的技术相关度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 ③地方政府除了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外，更应为
出口企业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间信息与知识交换的动力，激活集聚效
应。 针对企业而言，企业自身储备的生产能力才是企业出口扩展的内在动力，有针对性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是中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 此外，中国企业虽然在不断地融入全球生产网
络，但往往表现出显著的企业差异。 外资企业由于多样化的资源获取途径在出口发展中有更大的灵
活性和自主性，但其本地性较弱。 因此，增加本地企业资源获取的途径，不断提升本地企业在企业集
聚中的核心作用，将有利于增强本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较为初步，后续还有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①在刻画相关产品集聚和不相
关产品集聚过程中，产品相关与不相关的门槛值还可以进一步确定。 而且该门槛值的确定可以成为
今后政府筛选产业或者企业进入专业工业园以更大程度地获取集聚效应的关键。 ②全球价值链时
代，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发展到了产品内，任何一个企业、城市乃至国家都只是产业链的一环，一件最
终品的生产依赖于全球分工体系。 本文只聚焦于企业在最终产品上的扩展，而企业扩展的产品究竟
有多大比例来源于本地，来源于本地的部分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到集聚效应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③企业生产能力通过哪些渠道影响集聚效应，是企业生产能力发挥作用的关键，也是今后可以进一
步讨论的方向。 本文虽然对出口集聚效应发挥作用的企业条件进行了探讨，但由于无法获得企业各
环节生产和交易的数据，没有做更为细致的检验，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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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 of agglomeration on enterprises’ export behavior focuses on
geographical dista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cognitive distance between products into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agglomeration effects on the marginal expansion
of enterprises’ products， and to further consider the heterogeneous role of enterprise relate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agglomeration effec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xporters’ agglomeration and the enterprise’s related production
capacity are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the
influe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on enterprises’ export behavior is clearer after introducing cognitive distance.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same products and related products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enterprises’ export
expansion. However， the agglomeration of unrelated products shows a competitive effect. Using cognitive distance to
decompose the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 can better distinguish the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agglomeration diseconomies. Furthe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not all enterprises can be free-riders. The direction and
extent of agglomeration effects vary with the relate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 In terms of influence
mechanism， exporters’ agglomeration can reduce the difficulty and risk of enterprise product expansion through
supply-side channels such as professional labor sharing and intermediate input sharing， and demand-side channels
such as marke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existing export experie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reate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with close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mutual support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to stimul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enhance core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product relatedness； agglomeration effect； enterprise’s related production capacity； export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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